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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白无疑是划过中国历史星空的一颗耀眼的流星，他不仅以清雄奔

放、飘逸动人的诗歌垂名后世，更以其特立独行的文化人格受到后人的尊

崇。李白以其横放杰出、不可一世的天才在大唐盛世的舞台上进行了淋漓

尽致的表演，他昂扬的呐喊，燃烧的激情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青春激扬的

年代跌宕起伏的梦想与追求。他执着不移的入世精神、独立不倚的自由人

格、升腾飘举的超越追求、胸无城府的天真性情、敏感丰富的审美心理，呈

现出一个大写的人的深厚人文内涵。自李白之后，中国古代史再也没有出

现李白这样的文化人格类型，再也没有出现盛唐那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国社会日趋保守，政治更趋专制，文化更趋单一，那种包容一切的文化胸怀

及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再也不曾出现。李白因而成为千古一人。就此而

言，李白对中国士人文化心理结构及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言无疑是

一个独一无二而又极具研究价值的个案。

人类历史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个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变

化发展过程，前者对后者形成了深刻的制约关系。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

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①任何个体都必然置身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成为复杂的社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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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的一个个纽结，并因此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而失去自由。与此同时，

社会的发展又在为人类自由的实现积累和创造着条件，重要的是，人类精

神不是指向束缚而几乎总是本能地指向自由。当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而

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的时候，人类的自由冲动会被

强烈地激发出来，甚至形成时代精神。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说：“精神在历史上的进步必然是要寻求对生命和

世界的更自由的态度。”①狄尔泰认为，心理生命的发展总是从特定的心理

生命结构开始，有三种条件不断地作用于这个结构，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可

能性，这就是人自己的身体、外部物理世界和周围的精神世界。心理生命

的发展必有一种内部动力，这就是心理生命结构的目的性。“在这个结构

及其各种本能的力量中，若没有一个目的性赋予其活力或驱动它向前，那

么生命进程就不可能向前发展”。这种目的性总是倾向于生命的丰富性，

趋向于本能和幸福的满足，倾向于自身结构的完善，“倾向于发展、保存和

增加生命价值”②。可见，社会个体的文化心理并不仅仅维持现状，而是在

这一目的驱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对自由的追求可以说是人类的终极指

向，无论外部的社会政治现实对自由造成了怎样沉重的压力，无论自由被

埋没得多深，它总会在历史的夹缝中若隐若现。《诗经·伐檀》对奴隶主的

控诉，《离骚》中的主人公周流上下的远游，《庄子》藐姑射山神人的餐风饮

露等都表现出我们的先人对现实压迫的反抗及不可遏抑的自由理想。

盛唐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顶点，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形成积极

进取的时代精神和飞扬远举的超越气质，道教则为这种超越气质提供了理

论支撑和精神动力，而道教的求仙理想则成为这种超越气质的象征。文人

２

永／恒／与／虚／无

①②Ｗｉｌｈｅｌｍ　Ｄｉｌｔｈｅ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ｇ－
ｈｏｆｆ，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１９７７：９５．



壮游天下、放情山水的浪漫，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惊鬼泣神，张旭、怀素草书

的纵恣奔放，都表现出飞扬飘举的超越气质。即便本应收敛欲望、循规蹈

矩的佛教徒，也是“醉中往往爱逃禅”①，寻求个性的伸张。尤其是敦煌的飞

天及以求仙为主题的霓裳羽衣曲（舞）艺术地表现了这种超尘出世的时代

理想。这是一个青春洋溢、激情四射的时代，是让人的精神容易超出纯粹

物质层面而产生形上追求的时代。李白一方面受到这一时代精神的感染，

同时，作为巴蜀文化重要构成的道教倡导炼丹成仙正与这一时代精神产生

了共振，李白生逢其时，身处其地，形成其以“道”为内核的超越性的文化人

格，并成为盛唐飞扬超越的时代精神的化身。因而，只有从盛唐文化精神

的超越气质出发定位李白，观照李白，才能从本质上把握李白。

士人的超越追求既需要强盛的国力，统一的秩序，同时需要宽松的文

化环境及相对自由的精神空间。先秦士人虽有个体自由，却面临“礼崩乐

坏”“天下滔滔”的社会现实，诸子百家对混乱的时代有绝望的批判和重建

的构想，却无法与社会形成同向发展的合力。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则又

挤压了士人的精神空间，剥夺了士人的独立人格，唯有大唐盛世实现了大

一统政权与士人自由人格的相对统一。强盛的国力满足了士人的物质需

求，三教并流的文化政策为士人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精神空间，从而形成积

极进取而富于超越性的文化精神。李白身逢盛世，少长蜀地，时代性与空

间性的遇合，催生出李白超越性的文化人格，他既受时代进取精神的感染

而汲汲于建功立业，又在道家自然观及道教神仙观影响下意欲隐逸求仙，

从而形成超越性的人生理想图式。功成而身退，身退而求仙，李白始终以

一种超越的姿态面对现实人生，追求永恒的终极价值。但这种“永恒”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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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没有儒家“三不朽”那样明确的内涵，而是一种抽象的“永恒”。随着李

白功业追求的失败及求仙之梦的破灭，支撑“永恒”的现实地基逐渐坍塌，

安史之乱惊破了盛世之梦，李白超越性的永恒追求丧失了最坚实的社会基

础，他的一切理想逐渐塌陷成一种虚无。李白晚年虽然仍在歌唱，且不乏

豪迈的调子，但他的喉咙已经开始嘶哑，《古风·西上莲花山》标志着李白

由理想的云端跌落到现实的大地，也标志着盛唐文化超越气质的丧失。历

史为李白的理想追求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并不具备实

现的条件，李白的悲剧是必然的。

二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中，士人在与君权的博弈中始终处于附属地

位，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及儒家思想对王权的维护都不会给士人以伸张权

利的空间，君主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使得士人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话语权及独

立人格，所谓“道尊于势”“士可以为君师”的理想除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有过

某种程度的实现外，并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忠顺与服从乃是士人面对

君权的几乎唯一选择。李白也曾怀抱“犹可帝王师”的梦想，但入仕宫廷旋

被放还的经历使这一梦想彻底破灭。李白的意义在于他始终不承认君主

对臣下的绝对支配权，拒绝以人格与尊严的沦丧为代价求得帝王的恩宠，

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

心颜”是中国历史上面对君权的跋扈所发出的最激荡人心的宣言。

李白的意义更在于其以求仙为象征的超越性的人生追求。中国文化

是一种非宗教性的文化形态，道德性与功利性乃是中国文化的两大特征，

它们在根本上限定了中国人的精神高度，使得中国人很难超越现实的秩序

与功利框架而实现精神的升腾。李白继承庄子、嵇康以来的超人理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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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背景下将其推衍为一种超越世俗的永恒价值，这种永恒一方面与求仙

追求纠缠在一起，同时又泛化到现实生活，形成以“自然”为内核的价值准

则。而立功的失败在不断剥蚀着这种超越追求的基础，永恒价值不断失去

具体的内涵，最终抽象化为空洞的符号，李白的精神世界也陷于一片空茫。

然而李白决不甘于凡庸的人生，在赐金放还乃至流贬夜郎之后仍然矢志不

移地追寻生命的高度，在六十一岁高龄时毅然主动请缨投奔李光弼军，无

奈半道病还，愤呼“天夺壮士心”①，这是诗人英雄主义理想的最后闪光。在

绝笔《临路歌》中，李白仍然企图以大鹏的姿态高飞九天，却在衰病的摧折

下跌向大地，象征了诗人超越追求的最后努力及最终失败。李白的悲剧并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生悲剧，而是存在意义上的精神悲剧，是诗人在历史

局限性的围城中左冲右突而找不到精神出口的悲剧，正因为这样，李白的

挣扎与毁灭便具有更加强烈的悲剧意味。

李白将中国士人对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张扬到极致，“千载独步，唯公

一人”②，却终于在与等级性、功利性的文化系统的全面对抗中彻底失败，其

超越追求随之破灭。然而李白却以其放浪不羁、凌厉九天的姿态昭示出儒

道文化之外的另一种精神价值，同时也以其悲剧人生映照出民族文化的内

在局限性。为何会出现李白那种极其自信、酷爱自由、飞扬奋发乃至今天

也难以企及的人格形态？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解答的时代课题。

在市场经济侵蚀传统道德，权力和金钱成为越来越强大的支配力量，东西

方文化多元碰撞和交融，信仰日益迷失，人格日益萎缩的今天，重建强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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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李太白全集》卷十五，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年版，第７４０页。本书所引李白诗文俱出自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后文相关注释不再标注出
版社等详细信息。

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附录，第１４４５页。



民族精神，重塑饱满自信、底气十足、富于独立性和人文性的文化人格乃是

时代任务，因此，对李白的研究就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更具有当下的文

化意义。

三

２０世纪以来，李白研究渐成热点，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研究主要

集中在李白的生平事迹、思想构成及特征、诗歌艺术特色等三个方面，而对

李白道文化（包括道家与道教）人格研究则嫌薄弱。早在３０年代李长之先

生已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这样的专门著作，此后罗宗强先生等

许多学者亦有专门探讨道教与李白思想关系的论文。但这些著作、论文或

拘执于道家或道教一隅而忽略了其他思想对李白的影响，或虽然注意到李

白思想的多样性而没有深入探讨道家与道教在李白思想构成中的核心地

位及与其他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多论者只是一般性地强调李白思想

的复杂性，而未能从道文化视角深入分析这种复杂性中的统一性；或是强

调李白人生的矛盾性，却未能从盛唐文化精神的超越性及现实的局限性出

发揭示矛盾性的必然性，从而造成研究视角和研究结果的局限性，未能更

为深刻地揭示李白文化人格的历史性、时代性、地域性特征。由此，这一论

题仍有探讨空间和研究价值。

本书拟深入探究中国士人尤其是魏晋以来士人的独立人格特征，探究

李白对这种独立人格的继承性及独立人格与盛唐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究道

文化、巴蜀地域文化同盛唐文化精神超越性的历史遇合与李白独立人格形

成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探寻历史（主要是独立人格）、时代（盛唐文化的超越

性）、地域（巴蜀道文化）三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互动关系及对李白文化人

格究竟有怎样的影响。由此出发，探究李白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超越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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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历史局限性的矛盾，以寻找李白悲剧人生的历史文化之源，试图更为

深刻地描述李白的人格发展历程，给予众说纷纭的李白的充满矛盾的悲剧

人生以一个更为完满的解释。本书拟以对历史、文化、人性的哲学思辨为

依托，以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为纵，以盛唐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为横，

联系前代及与李白同时代士人的思想状况，以李白本人的诗文作品为基本

依据，考察李白的思想内核及发展脉络，既把诗人还原到真实的历史状态，

又由此出发进行抽象提炼，力图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本书尝试从超越性视角解读李白，虽可能有执其一端不及其余之弊，

但如果能将被历史掩埋的一角清理出来而引起世人的注意，进而为中国当

代文化建设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便已经达到甚或超过本人的期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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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李白文化人格的时代超越性



第一节　从先秦至唐的士人人格变迁

隋朝的统一及迅速灭亡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唐

王朝的建立，唐王朝经久不衰的魅力其实是盛唐气象，即由发达的经济、强

大的国力、开放的文化所支撑起来的那种大气磅礴、自豪自信、涵纳四海、

吞吐天地的文化精神。它以开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军事、辽阔的

疆域、文化的鼎盛而达到中国古代文明的顶点。盛唐并非某一方面的突

出，而是全方位的发达，核心则是人的思想的全面解放和生命活力的迸发

及时代精神的全面张扬。它使中国士人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

最自由、最舒展的状态，使人成为充满朝气与理想的大写的人。李白则成

为盛唐时代精神的化身，成为大唐盛世的灵魂，是中国先秦、两汉、魏晋南

北朝曲折跌宕的历史所培育出来的具有饱满的自信、远大的理想、自由的

人格、超越的气质的健全的人。

这一人格类型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源于中国士人人格发展的内在逻

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追溯中国士人人格变迁史，对理解

李白人格类型的形成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１．从先秦到魏晋的士人人格变迁

余英时认为：“在周代封建制度中，士本是贵族阶级的最低一层，‘士’

的上面是‘大夫’，下面则是所谓‘庶人’了。在森严的封建秩序下，在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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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秩序系统下，社会的流动性极小，‘士’的身份因此是相当固定的。”①

随着春秋以来剧烈的社会变动，周礼随着王权的衰落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对

各个阶层的约束力，“礼崩乐坏”成为随之而产生的必然的文化现象。士作

为处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过渡阶层，因大夫地位的沦落和庶民地位的上升

而不断扩大着规模，并从既定的秩序中游离出来，不再具有稳定的职任和

稳固的社会地位，从而自然地成为自由人。战国士人纵横捭阖、游说天下

的举动明白地标示出了他们摆脱社会秩序、自立自为的生存状态。

在周王朝的分封体制下，周王室依靠血缘宗法而不是政权力量维系与

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作为意识形态的周礼虽然对上下秩序作了明确的规

定，但因为没有政权力量的保障，周礼对包括士在内的不同等级的人主要

是一种文化性的软约束，士人处于较为自由的状态。随着周王室与诸侯间

血亲关系的日益疏远，周礼也渐趋流于形式，士人也因此会获得更大的自

由。因而，先秦士人始终没有像此后两汉士人那样受到权力的强大压制和

儒学的严格束缚，拥有较为自由的地位，则其对这种自由的生存状态也就

缺乏深切的感知，可谓一种不自觉的自由。

秦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诸侯分立和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又延续着崇信

强权的政治格局和以法家理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它以严刑峻法为统治

手段，忽视文化建构和精神塑造，它将专制暴政凌驾于兆民生命之上，企图

将一切对象纳入到自己的政权结构，使之匍匐于严酷的法律条令之下。这

是一种过于缺乏弹性、完全无视人的生命权利和精神自由的政权模式，以

“族诛”“连坐”为代表的严刑峻法将这一政权模式的专制性质推向极致。

秦王朝的建立历程使统治者相信武力征伐、政权高压可以征服一切，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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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７页。



一切，任何不平都可以通过暴力实现平衡，这是一个对武力与强权的迷信

达到极盛的时代，这也恰恰表明了秦王朝的不成熟。政权的维持与稳固不

仅需要强悍的武力，而且需要富于弹性的文化建构，法家政治以人性恶为

哲学依据，处处强调对臣民的防范与惩处。在法家眼中，人是自私自利、欲

壑难填的动物，荀子云：“人之性恶”，“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

见耳”。① “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

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②。韩非继承荀子的性恶论，并以之观察专制

政治生态下的人际关系，将君臣关系认定为纯粹的利益交换，“君主异心，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富国

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

合者也”③。每个人无时不在贪图利益，窥伺权力，严厉的刑罚是打击贪欲、

塑造顺民的唯一手段。这种理论忽视了人的全面性、丰富性，把人理解为

片面的工具性的动物，不是顺民，即为罪犯；不是忠臣，即为逆子。理论的

偏狭造成统治手段的简单粗暴，并人为激化了政权与民众之间的矛盾，终

于因陈胜、吴广的振臂一呼而迅速履灭。

汉王朝建立后，对秦亡原因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尤以贾谊的《过秦论》

最为深刻，“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这种历史认识的最高成就，标志

着中国封建社会最终抛弃了秦朝以来的以法家理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及

以严刑峻法为主要手段的统治模式，开始趋向儒家的“仁义”立场，并终于

确立了以儒文化为核心、兼采法术的统治模式。从人的角度看，与秦王朝

相比，汉王朝的统治对人的约束本质上并未减弱，只不过由严刑峻法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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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二《荀子·荣辱》，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４页。
《荀子·儒效》，《荀子集解》卷四，第１４２页。
《韩非子·南面》，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３８页。



暴力转化为文化约束的软暴力罢了。实际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比“焚

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及对人的禁锢更为严重，它将个体的人纳入到大一

统的专制政权及定于一尊的儒家意识形态之下，使人自觉服从大一统的统

治秩序，具有独立自由人格的人消失了，人成为专制机器的工具。董仲舒

把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理论结合起来，以“君权神授”理论进一步论证了君

主专制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君权在理论上的加强相对而言更加贬低了个体

的人的价值，并使人更自觉地维护君主的权威，儒学上升为经学，书生蜕变

为经生，在繁琐的儒学经义中兀兀穷年，企图以儒家理论破解一切未解之

谜。人彻底跪倒在大一统政权的权威下，迷失于儒学意识形态的阴影中而

丧失了自我。

西汉哀平之际及东汉初，在天人相感的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进一步发

展出谶纬学说，以更加荒诞离奇的谶语追求不同的政治目的，论证专制统

治的合法性，原始儒学因这类阴阳理论的嫁接被弄得乌烟瘴气，面目全非。

但儒学的畸形发展不仅未能巩固儒学的地位，反倒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

为迎合谶语，统治者不惜随意捏造事实，以谶纬的荒诞性消解着儒学的神

圣性。许多士人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采取作假手段骗取声誉，所谓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①。这种道德虚伪化的现实对儒学的神

圣性造成了颠覆性破坏，人们开始逐渐丧失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整体观念形

态的信仰。随着汉末政治的腐败，大一统政权连同儒学的独尊地位一起摇

摇欲坠，经汉末黄巾大起义的打击，儒学一蹶不振，并由此拉开了魏晋人格

觉醒的序幕。

因而，汉朝相对秦朝，政权对士人的控制更加内在化了，它的文化禁锢

５

第
一
章
　
李
白
文
化
人
格
的
时
代
超
越
性

① 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魏元忠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３４６页。



比秦代的暴力打压对士人的人格独立与自由的侵害更加严重。汉代儒学

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原始儒家尊重个体、尊重人性的理论成果，为迎合大

一统专制政权的需要而片面采择其中对伦理秩序的强调，“正法度之宜，别

上下之序”，“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①，以论证和维护大一

统政权的统治权威，它尽管较为有效地维护了汉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却使

人丧失了自由与活力。所以汉文化是追求共性而忽略个性、尊崇君权而忽

视个体人性的文化形态，个体的人被吸附于大一统的专制皇权周围，尽管

可以创造出丰富的物质产品，可以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并不能造成文

化的生气勃勃。李泽厚认为，汉代艺术呈现出一种“粗线条粗轮廓”的“笨

拙”的美，“并不同于后世艺术中个人情感的浪漫抒发”，“汉代艺术呈现出

来的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② 这一艺术特征恰恰与个体依附于大一

统的专制王权、个性无所伸张的社会文化特征深相一致，是此期社会文化

特征的艺术表现。有汉一代的文学创作，除汉大赋较为兴盛外，几乎没有

其他更具个性的文学样式，而汉大赋几乎千人一面，主题是渲染汉帝国的

声威，形式上则是堆累典故辞藻，以致有“词窟”“字林”之讥。它在本质上

是一种公共话语，而非个人话语。值得注意的是，汉初尚有带有强烈个体

抒情色彩的楚辞体诗歌，其后这一形式虽然存在，但其声势与规模却远不

能与由楚辞而生成的汉大赋相比，文学上的这种变化深刻地映照出专制力

量对士人人格的强大约束力。

汉王朝的覆亡和儒学的衰落为人性的觉醒提供了契机。曹魏时期，虽

然政权斗争激烈，但儒学被摒弃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曹操公然提出“唯才是

举，不问德行”的人才选拔标准，实即对汉末以来虚伪日彰的儒学道德的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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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董仲舒：《贤良对策》，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二十三，第２５３页。

李泽厚：《美的历程》，《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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